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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普及,企业如何利用 AI 赋能碳减排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话题。 然而,

鲜有实证研究探讨企业的 AI 技术能力对其碳减排绩效的影响。 从融合技术、合法性和市场竞争 3 个视角,采用

企业层面的数据探讨企业 AI 技术能力对提升其碳减排绩效的影响以及情景条件。 结果表明:企业 AI 技术能力

越强,企业的碳减排绩效越好;在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撬动 AI 技术能力提升碳减排绩效的动

机越强,碳减排绩效越好。 采用较为全面的视角检验了企业 AI 技术能力与其碳减排绩效的关系及情景条件,推

动了碳减排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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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f how do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e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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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both AI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have captured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However, few studies, if any, investigates how firms leverage AI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To narrow

this gap, we incorporate technology-, legitimacy-, and market competition-driven antecedents of corporate carbon

performance into one model,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AI capability on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Using a fine-granular ( i. e. , firm-level data) panel database, we found that: ( a) corporate AI capa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 b)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capability and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can be strengthened whe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market competition is higher. Our study offers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antecedents of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dvancing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AI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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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 日益

严峻的环境恶化迫使人类采取更加先进的技术降

低碳排放[1]。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在联合国大

会上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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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级政府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
极寻找有力的措施,努力实现“双碳”目标[2 - 3]。
企业作为碳排放的重要主体,正在努力采取多种

措施减少碳排放。 政府和市场等利益相关者期待

企业承担起碳减排的社会责任[4 - 5]。 与此同时,
AI 等新兴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率不断提升[6]。 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9. 8% ,连续数年稳

居世界第二。 在碳减排上,AI 技术展现出了巨大

的潜力。 有关机构测算,2021—2060 年,AI 技术将

助力碳减排超过 350 亿 t①。 陈晓红等[7] 指出,AI
等数字技术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最佳工具。
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 AI 技术进行碳减排,然
而鲜有实证研究分析企业 AI 技术能力对碳减排绩

效的影响[8 - 9]。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现有研究对

企业碳减排的战略目的讨论不够充分[4 - 5]。 基于

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现有研究认为企业

碳减排的目的是迫于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
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待,获得合法性[10],忽视

了企业主动地将碳减排作为竞争战略。 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地减少碳排放,把环境保护

作为核心竞争战略。 例如,DHL 和 UPS 等知名企

业将环境保护作为核心竞争战略[4]。 第二,现有

研究尚未探究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利

用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的影响。 技术是碳减排的关

键途径,企业仅迫于外界压力,未必取得实质性的

碳减排绩效[2]。 有的研究调查了政府环保压力和

市场竞争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11],但没有揭示它

们对企业利用 AI 技术进行碳减排的影响[9]。 第

三,现有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是较少

的[12]。 少量的实证研究以省级或城市层面的宏观

数据为主,而不是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3]。 基于

以上分析,本文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两个问

题:①企业 AI 技术能力是否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
②在什么条件下,企业 AI 技术能力提升碳减排绩

效的作用更大? 政府和市场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碳

减排和 AI 应用状况,是企业碳减排最有影响力的

利益相关者。 为此,本文探究政府环保压力和市

场竞争对企业 AI 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收集

了 2013—2019 年我国 3 571 家 A 股上市企业碳减

排和 AI 技术能力的数据,并进行假设检验。
本文丰富了企业碳减排的理论研究。 第一,

本文提出企业碳减排具有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双重

意义[5,13]。 企业碳减排的实质性意义:一是为了

保护环境,承担社会责任,二是作为竞争战略,提
升竞争优势[4]。 象征性意义是企业为了迎合政府

和市场的环保要求,获得环保合法性。 第二,本文

以融合技术、合法性和市场竞争的视角探究企业

碳减排绩效的前因,拓展了企业碳减排的研究视

角[9]。 第三,与现有研究采用区域层面的数据不

同,本文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以专利数量测量企

业 AI 技术能力,丰富了碳减排和 AI 技术的实证研

究[3]。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碳减排

碳减排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途径[5]。 企

业碳减排与企业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社会责任方

面的研究成果对本文分析企业碳减排具有适用

性。 企业由以往被动地、响应性地履行业社会责

任向主动地、战略性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转变[14]。
企业响应性地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应对来自利益

相关者的压力,降低他们对企业的威胁。 企业战

略性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主动地把环境保

护作为核心竞争战略,提升竞争优势。
归纳现有文献的结论,本文提出企业碳减排

的 3 个目的:一是象征性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

求,获得环保合法性;二是主动性地以碳减排作为

竞争战略,提升市场竞争力;三是实质性地承担起

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切实减少碳排放,抓住低碳

经济背景下的战略机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发

展低碳经济和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接

受的价值观。 虽然企业不断追求经济目标,但是

企业作为社会中的“公民”,其行为需要满足社会

的期待。 政府是企业碳排放行为最重要的利益相

关者,是促使企业承担环保责任的关键驱动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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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自政府的环保压力,企业会采取类似“漂
绿”行为的象征性措施[16]。 企业经常象征性地回

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尤其是政府监管弱的时

候[13]。 根据 Dahlmann 等[17] 的研究,碳减排目标

的程度、形式和时间线是识别企业象征性行为和

实质性承诺的指标。 实质性的碳减排目标包含碳

减排的绝对量、更宽的减排范围、更高的减排志向

和更远的时间线,而象征性的碳减排目标包含碳

减排的相对量、更窄的减排范围、更低的减排志向

和更短的时间线。
企业碳减排不仅能助于企业获得合法性,而

且能重塑企业形象,提升市场竞争力[4] 。 企业不

总是被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而是主动地将社会责

任作为竞争的战略工具[18] 。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

场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环境保护作为核心竞

争战略,良好的环境绩效有助于将企业与其竞争

对手区别开来。 Damert 等[10] 提出,企业低碳战

略的竞争力体现在 4 个方面:新市场和新产品、
利益相关者参与、政治活动和企业交流。 低碳背

景下,企业与企业、政府、研究机构联合研发绿色

产品的契机更大,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更加宽

泛,有更多机会参与和影响政府环保政策的制

定。 企业主动地将碳减排作为竞争工具,有助于

增加与外界的交流,树立企业的积极形象,提升

市场竞争力。
低碳经济孕育新的市场和商业机会,会重塑

行业竞争格局和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的新来源[19]。 实质性地承担起环保责任,切实减

少碳排放,提供低碳产品,有助于抓住新市场和商

业机会。 Wittneben 等[20]认为,企业应对气候变化

不仅是因为企业关心环境和受到社会压力,而是

追求新的商业竞争优势。 在碳约束下,新的市场机

会必然产生,例如可再生能源、低碳产品、绿色建造

等,企业能够通过开发低碳产品或者绿色工艺实现

新的竞争优势[21]。 Elijido-Ten 等[22] 调研了全球最

可持续的100 家企业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机

会的认识,发现它们普遍认为新市场和绿色消费

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机会。 例如,2012 年比亚迪

的营业收入远低于竞争对手长城汽车,比亚迪自

2013 年开始推出新能源汽车,营业收入不断增长,

现在已经远超长城汽车,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

汽车企业。 低碳背景下,比亚迪率先推动绿色转

型,抓住了新的商业机会,实现了巨大的成功。
现有研究讨论了企业碳减排的途径。 涂正

革[23]认为,技术进步推动了能源强度下降,是减少

碳排放的核心动力。 王明喜等[24]归纳了碳减排的

三条路径是技术路径、清洁能源路径和管理路径。
杨莉莎等[2] 提到,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三大手段是

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调整。 根据他们

的研究结果,碳减排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效率提

升和能源结构调整作用是有限的。 新时代企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5] 认为,企业实现碳

中和依靠两种手段:管理和技术,管理手段激励企

业积极参与碳中和,技术手段保障碳中和目标的

实现。 虽然存在多种途径,但是大多数研究认为

技术路径是企业减少碳排放的基础支撑。 为实现

碳减排的目的,企业需要以技术能力作为基础支

撑[5],仅仅寻求合法性和应对市场竞争,企业未必

进行实质性的碳减排。
作为新兴的信息技术,AI 技术在减少碳排放

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7,25]。 近年来,AI 技术迅速

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 AI 技术提升竞争优势,
为企业碳减排提供了技术条件。 综合以上分析,
企业 AI 技术、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在企业碳

减排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2],本文把技术、合法性

和竞争 3 个视角融合到一个研究框架,探究企业

AI 技术能力对碳减排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环保压

力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二)企业 AI 技术能力与企业碳减排绩效

AI 技术有以下 3 个特征[26]:一是显著改善计

算能力,二是不断更新学习算法,三是容易获得用以

训练算法的海量数据。 Kaplan 等[27] 认为,企业 AI
有助于企业正确地解释外部数据、学习数据和用所

学知识完成具体目标和任务。 结合 Bharadwaj[28]关
于企业 IT 能力的定义以及 AI 特征,本文提出 AI
技术能力构念,是指企业利用 AI 技术资源实现企

业的具体目标和任务的能力。 根据陈晓红等[7] 的

研究,企业提升碳减排绩效的关键是对碳减排的

过程和效果进行预测和监控。 本文认为,企业 AI
技术能力通过以下 3 种途径提升碳减排绩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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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监测碳排放和减少碳排放。
在预测碳排放上,AI 技术能够根据当前碳减

排的任务和需求,预测未来的碳排放量,为企业减

少碳排放制定指引。 预测碳排放主要依靠 AI 技术

的机器学习来实现[26]。 机器学习广泛用以时间序

列数据的预测,通过学习以往的数据可以预测未

来的产出。 机器学习包含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

和强化学习。 监督学习利用已有的数据进行训练

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产出,非监督学习无需前期

数据训练便能够识别问题解决的方案,强化学习

在完成任务之后能够进行有效的反馈。 将机器学

习应用到碳减排任务中,可以实现两个目的:第
一,利用以往碳减排的数据准确地预测未来碳减

排的排放量,识别最大的碳排放源以及减少碳排

放的潜力;第二,分析和比较不同碳减排方案的效

果,识别最佳的碳减排方案。
在监测碳排放上,AI 技术能实时跟踪碳足迹,

从产业链全过程收集数据,提升监测的准确性。
碳足迹表征了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直接和间接

的碳排放量,是评价企业对气候变化影响程度的

重要指标[29]。 利用传统技术收集和人工分析碳足

迹存在较大的困难且容易产生偏差[8]。 AI 技术依

靠遍布物体的智能传感器,能够自动地实时收集

和分析碳足迹数据,克服传统技术收集数据的困

难和人工分析数据的偏差,从而提高碳足迹监测

的实时性和准确性[1]。 实时的碳足迹监测是动态

制定和调整碳减排方案、过程控制以及事后分析

的基础条件。
在减少碳排放上,企业依靠 AI 技术收集各环

节数据和确定碳足迹后,能够以全局视角对各环

节工作流程做出实时优化调整,减少能源消耗并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7]。 与传统优化算法只能实现

局部最优不同,AI 智能优化算法能在多重约束目

标下发现全局最优的解决方案。 支持向量机、遗
传算法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智能算法被广泛用以预

测能源消耗,进而通过优化设计减少能源消耗、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假设 1:

假设 1:企业 AI 技术能力越强,其碳减排绩效

越好。

(三)政府施加的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的调节

作用

环境保护战略通常与企业处理外部利益相

关者的诉求相关[4] 。 近年来,随着保护生态文明

成为国家战略以及消费者环保意识的觉醒,政府

和市场成为影响企业碳减排最为重要的利益相

关者,使得企业面临严峻的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

竞争。 企业环保战略制定与实施通常受到企业外

部因素的影响。 Okereke 等[11]认为,制度环境和竞

争环境是影响企业环保战略关键的外部因素。 现

有研究虽然调查了企业因受到政府环保压力和市

场竞争压力而被动地实施碳减排战略,但是未能

回答在此种压力下企业采取什么途径减少碳

排放[30]。
政府出台严格的环保政策,打击企业污染环

境的行为,使得企业感受到来自政府的环保压

力[31]。 研究表明,企业未必总是因受到政府的环

保压力而减少碳排放,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

技术能力[32]。 本文认为,面临政府的环保压力,AI
技术能力强的企业实施碳减排的动机越强,碳减

排绩效越好。 第一,政府重视环境保护,环境合法

性变得更为重要,企业 AI 技术能力越强,减少碳减

排越容易,可以轻松获得政府的环境合法性,树立

起积极保护环境和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赢
得政府的认可。 第二,企业积极利用 AI 技术减少

碳排放,成为与政府保持互动和影响政府环保政

策的工具和渠道[33],有助于企业实现自身的战略

目的,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提升竞争能力。 第

三,政府的环保政策孕育绿色市场,企业积极利用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区别其他竞争对手,抓住新兴

的绿色市场商业机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20]。 在

政府的环保压力下,企业利用 AI 技术能力减少碳

排放,既能更加容易地获得合法性,又能作为有效

的战略工具,保持与政府互动,抓住绿色市场机

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根据以上推理,本文提出

假设 2:
假设 2:政府环保压力越高,企业利用 AI 技术

能力实施碳减排的绩效越好。
市场竞争是企业面临的竞争强度,影响企业

的战略决策。 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获得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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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的难度越大,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以维

持自身的竞争优势。 环境保护成为企业竞争的领

域,环保技术是企业的战略资产,成为获取竞争优

势的工具。 本文认为,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

利用 AI 技术能力实施碳减排的动机越强,碳减排

绩效越好。 第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利用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以此作为与市场沟通的渠道,
为市场提供了解企业的窗口。 市场竞争越激烈,
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性更多,企业只有不断地

推销自己才能得到他们的关注和了解。 Lee[19] 发

现,频繁而广泛的碳交流能够增加市场对企业应

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的了解,缓解市场对企业的负

面反应。 第二,利用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更加容易与其他对手区别开来[18]。 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差异化竞争战略是有效的竞

争手段。 近年来,碳减排和 AI 技术获得了市场高

度关注,企业利用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形成独特的

碳减排形象,容易获得市场的关注,轻松被市场识

别。 面对市场竞争压力,企业撬动 AI 技术能力减

少碳排放,既是与市场保持交流的战略渠道,又是

塑造独特的碳减排形象的机会。 根据以上推理,
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市场竞争越大,企业利用 AI 技术能力

实施碳减排的绩效越好。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 2013—2019 年 A 股企业作为样本。
碳排放绩效、市场竞争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

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企业 AI 技术能力数据来自

Incopat 专利数据库,政府环保压力来自各省统计

年鉴的环保投入数据。 Incopat 专利数据库是全球

最大的专利数据库之一,收录了来自全球 120 多个

国家的 1. 2 亿件专利,详细记录每个专利的标题、
摘要、申请人、申请日期等信息,被广大学者所采

用。 有关机构计算,2010—2020 年,我国 AI 领域

的专利申请量接近 39 万件,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

总量的 74. 7% ,是美国的 8. 2 倍②。 合并来自不同

数据库的变量数据,本文最终得到 17 945 条观测

数据,包含 3 571 家上市企业。
(二)变量测量与计量模型

(1)因变量:碳排放绩效(CRP)。 根据 Schaltegger
等[34],采用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单位营业收入的

碳排放量等相对指标测量碳减排绩效是最常用的

方法。 结合国泰安提供的数据和前人的研究,本
文采用企业每年碳排放的减少量除以企业营业收

入测量碳减排绩效,即单位营业收入的碳排放减

少量。 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单位营业收入的碳

排放减少量越大,碳减排绩效越好。
(2)自变量:企业 AI 技术能力(AIC)。 结合已

有的数据和企业技术能力测量方法[35],采用企业

每年申请的 AI 专利数量测量企业 AI 技术能力。
专利数据来自 Incopat 数据库,获得 2013—2019 年

的所有专利。 由于该数据库没有标记专利是否与

AI 有关,使用文本分析法进行判断。 文本分析法

要求确定与 AI 有关的关键词。 根据吴非等[35] 和

Xue 等[36],本文识别了 25 个关键词,例如机器学

习、机器人、自然语言处理。 然后,利用 Python 程

序对专利摘要进行文本筛选。 专利摘要介绍了专

利的技术领域、所能解决的问题以及技术特征和

用途。
(3)调节变量:政府环保压力(GEPP)和市场

竞争(MCP)。 采用企业总部所在的省每年投入的

环境保护费用作为政府环保压力的代理变量。 当

企业所在的区域政府投入的环保费用越多,表明

当地政府越重视环境保护,期待企业减少碳排放,
保护环境。 按照 Ren 等[37],采用与焦点企业所属

的同类行业的企业总数测量市场竞争。 为控制数

据的偏锋,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取自然对数。
(4 ) 控 制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包 括 企 业 年 龄

(AGE)、企业规模(SIZE)、企业绩效(ROA)、企业

所有制(POE)、研发强度 (RDI)、高管团队规模

(TSIZE)、高管团队持股数量(TOWNER)、行业增

长能力 ( INDG)、 行业绩效 ( INDP)、 各省 GDP
(PGDP)、GDP 增长率(GDPG)以及行业、年和省固

定效应。 以企业自上市以来的年数测量企业年

龄,以企业总资产的数量(取自然对数)测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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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资产回报率(ROA)测量企业绩效。 企业

所有制是哑变量,当企业为私有企业时,编码为 1,
否则为 0。 研发强度以企业研发支出除以企业总

资产测量。 高管团队规模以企业高管的数量测

量,高管团队持股数量以所有高管成员持有的股

票数量测量。 行业增长能力和行业绩效分别以行

业销售额增长率和资产回报率测量。 各省 GDP 以

及 GDP 增长率由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 GDP
总量(取对数)和年度增长率测量。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解释

(一)描述性分析

表 1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由表 1 可知,2013—2019 年,碳减排绩效平均值是

0. 005;共有 1 008 家企业拥有 AI 专利,平均值

8. 84;企业 AI 能力与碳减排绩效、市场竞争存在显

著相关。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位于合理范围之内,
VIF 检验显示各模型的 VIF 最大值不超过 5,表明

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
表 1　 变量描述性分析和相关系数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CRP 0. 005 0. 437 0 0. 420
AIC 1. 081 9. 114 0 399
GEPP 10. 640 5. 311 0 14. 430
MCP 4. 043 0. 926 0. 693 5. 347
AGE 10. 040 7. 453 3 28
SIZE 20. 140 1. 145 12. 610 27. 350
ROA 0. 035 0. 070 - 0. 414 0. 201
POE 0. 590 0. 492 0 1
RDI 0. 029 0. 050 0 1. 516
TSIZE 6. 855 3. 215 3 40

TOWNER 0. 050 0. 144 0 2. 963
INDG 0. 361 0. 636 - 0. 208 4. 010
INDP 0. 036 0. 031 1 - 0. 774 0. 156
PGDP 10. 480 0. 731 6. 719 11. 51
GDPG 0. 077 0. 014 0. 005 0. 124

(二)假设检验

采用面板 OLS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结果见表 2。 模型 1 是基础模型,模型 2 是加入了

自变量,模型 3 和模型 4 加入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

的交互项,模型 5 包含所有的解释变量和交互项。
模型 1 表明,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私有企业和高管

团队规模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碳减排绩效。 但是,
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碳减排绩效没有

显著的直接效果。 企业成立时间越久,规模越大,
具有较大的可见性,容易被外界利益相关者关注,
且往往具有实施碳减排相应的资源和经验,因此

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碳减排

绩效。 相比国有企业,私有企业面临合法性劣势

和更大的市场竞争,通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少

碳排放,获得合法性和提升市场竞争力。 研发投

入越多,企业技术能力越强,能够创新性地减少高

碳能源使用和提升使用效率,因此研发投入多的

企业其碳减排绩效越好。 高管团队包含的成员越

多,更加容易包含类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职位,
有助于企业构建和执行碳减排的战略,从而提升

碳减排绩效。
表 2　 统计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AIC × MCP — — — 0. 037∗∗∗

(0. 005)
0. 033∗∗∗

(0. 005)

AIC × GEPP — — 0. 033∗∗∗

(0. 004)
— 0. 030∗∗∗

(0. 004)

AIC — 0. 065∗∗∗

(0. 005)
0. 067∗∗∗

(0. 005)
0. 043∗∗∗

(0. 006)
0. 047∗∗∗

(0. 006)

GEPP 0. 002
(0. 004)

0. 001
(0. 004)

- 0. 000
(0. 004)

0. 000
(0. 001)

- 0. 000
(0. 004)

MCP 0. 004
(0. 004)

0. 001
(0. 004)

0. 001
(0. 004)

0. 002
(0. 004)

0. 002
(0. 004)

AGE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SIZE 0. 007∗∗

(0. 004)
0. 002

(0. 004)
0. 002

(0. 004)
0. 003

(0. 004)
0. 003

(0. 003)

ROA -0. 013
(0. 050)

- 0. 028
(0. 049)

- 0. 027
(0. 049)

- 0. 030
(0. 049)

- 0. 029
(0. 049)

POE 0. 019∗∗

(0. 009)
0. 020∗∗

(0. 009)
0. 020∗∗

(0. 009)
0. 020∗∗

(0. 009)
0. 020∗∗

(0. 008)

RDI 0. 002∗∗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TSIZE 0. 003∗∗∗

(0. 001)
0. 002∗∗

(0. 001)
0. 003∗∗

(0. 001)
0. 003∗∗

(0. 001)
0. 003∗∗

(0. 001)

TOWNER -0. 020
(0. 026)

- 0. 020
(0. 025)

- 0. 021
(0. 025)

- 0. 018
(0. 025)

- 0. 020
(0. 025)

INDG 0. 002
(0. 005)

0. 002
(0. 005)

0. 003
(0. 005)

0. 003
(0. 005)

0. 003
(0. 005)

INDP -0. 001
(0. 108)

0. 016
(0. 108)

0. 013
(0. 107)

0. 021
(0. 107)

0. 018
(0. 107)

PGDP 0. 008
(0. 005)

0. 006
(0. 005)

0. 006
(0. 005)

0. 006
(0. 005)

0. 006
(0. 005)

PGDPG 0. 045
(0. 300)

0. 048
(0. 296)

0. 054
(0. 294)

0. 035
(0. 294)

0. 042
(0. 292)

Constant - 0. 275∗∗∗

(0. 095)
- 0. 131
(0. 093)

- 0. 144
(0. 095)

- 0. 154∗

(0. 093)
- 0. 157∗

(0. 092)
行业、年、省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17 945 17 945 17 945 17 945 17 945
Wald chi2 29. 32∗∗ 223. 39∗∗∗ 296. 37∗∗∗ 282. 83∗∗∗ 345. 50∗∗∗

R2 0. 006 0. 058 0. 074 0. 075 0. 090

注:∗∗∗、∗∗、∗分别代表在 p < 0. 01、p < 0. 05、p < 0. 10 时有统计学
意义。 括号内为标准误。

　 　 模型 2 的结果表明,企业 AI 技术能力对碳减

排绩效的回归系数是 0. 065,在 1% 统计水平上显

著,表明企业 AI 技术能力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碳减

排绩效,支持了假设 1。 由模型 3 可知,企业 AI 技
术能力与政府环保压力的交互项系数是 0. 033,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当企业面临较大的政府

环保压力时,企业采用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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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绩效越好,符合假设 2 的预测。 根据模型 4,
企业 AI 技术能力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系数是

0. 037,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当企业面临较

大的市场竞争时,企业撬动 AI 技术能力减少碳排

放的动机变强,从而使得 AI 技术的作用更大,假设

3 得到支持。 模型 5 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
(三)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③,结果见

表 3。
第一,采用两种替代方式测量碳减排绩效。

一是企业年度碳排放减少量除以企业员工总数

(即人均碳减排减少量),二是采用企业年度碳减

排减少量的绝对值。 当因变量是人均碳减排减少

量时,3 个假设均得到支持(见模型 1 和模型 2)。 当

因变量是碳减排减少量的绝对量时,假设 1 和假设

3 得到支持,假设 2 未能支持(见模型 3 和模型 4)。
第二,除 AI 外,其他数字技术也能影响企业碳

减排[7]。 为此,本文包含所有数字技术的关键词,
采用与测量 AI 技术能力相同的方法识别数字技术

专利。 结果表明,主效应和调节效应仍然存在(见
模型 5 和模型 6)。

第三,改变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测量。
采用各省每年的三废支出代替各省的环保投入,
得到同样的结果(见模型 7)。 根据 Flammer[38],以
行业集中度测量市场竞争④,假设 3 得到支持(见
模型 8)。

表 3　 稳健性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AIC ×MCP — 0. 328∗∗∗

(0. 050)
— 0. 065∗∗∗

(0. 021)
— 0. 050∗∗∗

(0. 005)
0. 036∗∗∗

(0. 005)
0. 088∗∗∗

(0. 011)

AIC × GEPP — 0. 302∗∗∗

(0. 041)
— 0. 007

(0. 009) — 0. 054∗∗∗

(0. 004)
0. 010∗∗

(0. 004)
0. 037∗∗∗

(0. 004)

AIC 0. 648∗∗∗

(0. 047)
0. 468∗∗∗

(0. 056)
0. 135∗∗∗

(0. 013)
0. 078∗∗∗

(0. 022)
0. 110∗∗∗

(0. 005)
0. 101∗∗∗

(0. 006)
0. 042∗∗∗

(0. 006)
0. 033∗∗∗

(0. 007)

GEPP 0. 007
(0. 042)

- 0. 003
(0. 042)

0. 028∗∗

(0. 012)
0. 028∗∗

(0. 012)
0. 002

(0. 004)
- 0. 000
(0. 004)

- 0. 003
(0. 005)

- 0. 000
(0. 004)

MCP 0. 015
(0. 039)

0. 021
(0. 038)

- 0. 016
(0. 015)

- 0. 014
(0. 015)

0. 000
(0. 004)

0. 001
(0. 004)

0. 002
(0. 004)

0. 004
(0. 004)

注:∗∗∗、∗∗分别代表在 p < 0. 01、p < 0. 05、p <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标准误。 观测数均为 17 945。 控制变量以及行业、年、省固定
效应均被包含在模型中。

四、讨论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为了迎合利益相关者的

诉求,获得外界的合法性,被动地实施碳减排,承
担环保责任。 由此可推测,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

竞争显著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 但是,本文发现,
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碳减排绩效没有

显著的直接效果,而是通过作用于企业 AI 技术能

力发挥影响力。 碳减排要求企业更替能源结构、
改造工艺流程、开发新产品等,通常要求企业具备

相应的技术能力作为支撑[2]。 仅迫于政府的环保

压力而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力作为支撑,企业难以

实质性地减少碳排放[5,13]。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企业通常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立竿见影的竞

争战略中,而不是技术要求高且见效慢的碳减排

领域。 相反,企业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减少碳排

放时,面对政府的环保压力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

业撬动技术能力减少碳排放的动机更强,并积极

地将其作为竞争战略,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既可以

满足政府和消费者的环保要求,又可以将自身与

竞争对手区别开来,获得竞争优势[4]。 因此,政府

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未必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
而是作用于企业 AI 技术能力而发挥影响力。

现有研究关于数字技术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存

在争议[7]。 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有利于保护环

境,还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对环境是有害的[27]。
本文认为,以上争议源于学者关注的研究层次[2]。
宏观层面,一方面数字技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增加了碳排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赋能全社

会的产业结构升级,减少了高碳能源的使用并提

升了使用效率,从而减少了碳排放。 因此,只有准

确地比较数字技术制造的碳排放量和能够减少的

排放量才能判断数字技术对环境绩效的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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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该部分中,分模型的结果与全模型的结果保持一致。 为节省空间,只汇报了主效应模型和全模型。
　行业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压力越小。 用 1 减去行业集中度,该值越大,市场竞争越激烈,与假设逻辑保持一致。



微观企业层次,企业通常是数字技术的使用者,他
们撬动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减少能源使用和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帮助企业精准地预测、监视和执行

碳减排过程,使得个体企业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
因此,站在不同的研究层次,观察到的数字技术对

环境绩效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五、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文把技术、合法性和竞争视角融合到一个

框架,探讨了企业 AI 技术能力对企业碳减排绩效

的影响及其情景条件。 本文发现,企业利用 AI 技
术能有助于提升碳减排绩效;政府环保压力和市

场竞争越高,企业撬动 AI 技术能力提升碳减排绩

效的动机越强,其效果越好。 撬动 AI 技术减少碳

排放是企业应对政府环保压力和市场竞争有效的

战略工具,既能获得环保合法性,又能形成独特的

企业形象,提升竞争力。 本文有助于推动企业碳

减排的理论研究。 一方面,与以往研究主要采用

合法性和竞争视角分析企业碳减排不同,本文融

合技术、合法性和竞争视角到一个框架,为探究企

业碳减排绩效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视角,丰富了对

企业碳减排动机的认识[5]。 另一方面,本文明确了

企业 AI 技术能力提升碳减排绩效的情景条件,响应

了学者呼吁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探究 AI 技术与碳

减排关系的诉求,推动了碳减排的实证研究[11]。
为更好地发挥 AI 技术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

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需完善相关制度,鼓励企业

采用先进的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 企业减少碳排放

和开发 AI 技术,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推动了低碳

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善了经济福利和社会

福利,政府有必要大力支持支持企业通过开发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 第二,对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
实施碳减排和运用 AI 技术是面临的新挑战,仅依

靠企业自身的力量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有必要

充分调动行业集体的智慧和努力。 碳排放和 AI 技
术应用在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无法建立统

一的目标和实施方案[23]。 根据行业自身的特点,
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开展交流与合作,制定适合行

业特点的碳减排目标和实施路径以及 AI 技术应用

方案,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虽然本文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是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不是所有的碳减

排问题都需要 AI 技术解决。 AI 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需要企业持续地投入资源,利用 AI 技术减少碳

排放需要比较成本和收益。 碳减排的途径是多样

的,企业需要比较它们的成本与效益,选择恰当的

途径。 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其他途径对碳减排的

影响,并比较它们成本和效益,为企业推荐最恰当的

途径。 其次,AI 技术不是万能钥匙,不能解决企业

所有的碳减排问题[1]。 企业碳减排不仅是技术问

题,也是管理问题[5]。 碳减排不仅要求企业具备相

应的技术能力,也要求企业及其员工树立节能减排

的环保意识[24]。 AI 技术的发展未必能增强企业及

其员工的环保意识。 最后,AI 技术应用到碳减排的

过程中存在众多挑战。 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企业利

用 AI 技术减少碳排放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提出相

应的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发挥 AI 技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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